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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市場經濟與社會改革 

劉孟奇 

國立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本文原載於 2006/05 當代雜誌） 

導論：現代性與市場經濟 

在維基百科的英文版當中，對於什麼是「現代性」（modernity）的特質，洋

洋灑灑列舉了二、三十項（註一）。不過，儘管現代性被認為有眾多與「前現代

社會」有所不同的特質，這些特質主要還是根源於在歷史上具有特殊性的社會結

構。以 Fotopoulos (2005) 的話來說，也就是：讓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產生

區別的，主要在於兩種制度，第一是市場經濟體系，第二是代議民主。 

經濟史學者 Heilbroner 與 Milberg (2001) 認為，面對資源稀少性的限制，

所有的社會都必須解決兩個重要的經濟問題，其一是如何進行生產、如何有效動

員社會能量生產所需事物；另一是如何分配、如何對於「誰獲得什麼」提供一個

基本上可為社會接受的解答。而在歷史上，人們主要發展出三種體系來解決這兩

個問題，第一是依靠傳統，第二是聽從指令，第三則是市場體系。這三者並存於

不同歷史階段之中，而在我們已知歷史的大部分時間裡，主宰社會經濟的主要是

依靠傳統或由指令運作的體系，市場經濟只扮演附屬與補充的角色。但是近三、

四百年來，隨著歐洲封建體系沒落瓦解，民族國家與商業資本主義興起，市場體

系逐漸成為歐洲社會解決經濟問題的最主要方式，而市場社會的主導地位，更從

歐洲逐步擴散到全球，也成為種種現代性的制度性根源。 

雖然在一百多年來，許多傳統社會—包括台灣—都經歷了熱忱追求現代化的

過程，但是近十幾年來，「現代性」卻受到越來越多的批判與挑戰。舉例而言，

有許多知識份子呼應 Beck 和 Giddens 所提出的「反省的現代性」或「反省性的

現代化」觀念，認為必須反省「簡單現代化」帶來的問題，要求「超越過往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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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角度，重新開發人類的反省能力，以追求一個更符合生態、平等、互相尊重與

安全的社會」（顧忠華，2006：88）隨著「現代性」受到質疑，產生現代性的社

會制度，特別是市場經濟，也成為不少社會改革論述的批判對象。例如

Fotopoulos (2005) 就認為市場經濟造成了經濟面向、政治面向、社會面向、文

化面向、生態面向、以及意識型態面向的「多面向危機」。在這種氛圍下，「市場

化」或「商品化」被許多社會運動者認為與「進步性」背道而馳，更不應當出現

在社會改革的議程當中。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試著從現代性的觀念出發，探討市場與社會改革的關

係。特別是「經濟自由主義」普遍被視為是支持「市場現代性」的主要意識型態，

而主流經濟學家則被視為是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言人，但是在不少對於所謂「經濟

自由主義」的批判性介紹中，往往隱含著對於「經濟學怎麼說」相當程度的誤解。

特別是：經濟學是否在鼓吹一種「沒有反省的現代性」或支持一種「缺乏反省性

的現代化」？筆者希望首先釐清經濟學對於一些「現代性」相關觀念的立場，再

由此出發，探討市場現代性的內容與意涵。 

市場機制、分工、成長與風險 

現代市場社會的特點就是絕大部分的生產與分配過程不再為宗教、社會、政

治上的習慣或指令所約束控制，而是由市場供需、價格、利潤所引導。要達到這

樣的市場現代性，前市場社會或非市場社會通常必須經歷劇烈變化，例如：在重

視習慣與傳統的社會中，追求利潤通常會受到壓抑，但是在市場社會中，利潤動

機不但必須被正當化，更必須成為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的主要驅動力；絕大部分

的事物與工作都必須能夠被標上貨幣價格，成為商品，進入買賣過程，而由買賣

來控制絕大部分產品的產出與工作的表現；市場供給與需求必須取代風俗習慣與

政治裁量，成為經濟活動的引導力量。（Heilbroner 與 Milberg，2002：31-33） 

簡而言之，營利動機、商品化與市場化是市場現代性的重要特質。不過在此

同時，這些也是經常引起批判的對象。先不論這些批判是否公允，從歷史角度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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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市場現代性的達成，的確很少是「自然出現」的結果，而經常與國家的強力

介入有關。即使在市場社會的濫觴—西歐—也是如此，更不用說在許多傳統社

會，幾乎都是先由國家力量強行打破原先的社會狀態，再展開大規模的商品化與

市場化過程。而這些社會接受市場現代性，往往伴隨著動盪不安的歷史過程與愛

恨交織的複雜情緒。為何如此？傳統社會抗拒市場現代性，是否純粹只是出於因

循與不理性的反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考慮市場現代性的另兩個重要特質，就是

高度的專業化分工、以及快速與持續的創新（註二）。這兩者成就了市場社會驚

人的生產力，不只帶來人類歷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也造就帝國主義的船堅

砲利，進而「威逼利誘」絕大部分的傳統社會向市場社會靠攏轉型。問題是，如

果沒有奠基於市場競爭的「自律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或者說所謂

的「競爭市場機制」存在的話，試圖進行高度專業分工與積極創新，對於一個社

會而言，不只難以達成，更可能帶來無法承擔的風險。 

首先，就分工而言，高度分工讓人們可以享受專業化與規模經濟帶來的巨大

好處，但是另一方面，高度分工也意味著每個人都必須依賴許許多多的陌生人提

供絕大部分的生活所需，而這使得社會面對幾個重大的挑戰：我們怎麼確定個人

能夠瞭解並且提供完全不認識的陌生人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同時數量不會太多

或太少？我們怎麼讓越來越複雜的生產環節的各部分能夠彼此配合，而不會因為

個別零件或原料的不足，讓生產停擺？我們怎麼處理交換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糾

紛，或避免欺騙以及機會主義的剝削？就創新而言，成功的創新會提升生產力，

帶來新技術、新產品。但是在另一方面，失敗的創新不只徒勞無功，浪費資源，

大規模的創新失敗甚至可能危及經濟的再生產（大躍進就是個代價很高昂的例

子）。換句話說，要收割創新成功的果實，一個社會必須能無情而迅速的淘汰失

敗的創新。 

「傳統」社會的自給自足特性是因為缺乏機制，難以克服分工中的協調問

題、訊息問題、機會主義問題，而其保守性格則是因為沒有機制能夠迅速淘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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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創新，無法承擔創新的浪費與風險成本，所以不能鼓勵創新。用華人經濟學

家楊小凱的理論來說，也就是：當一個社會的交易成本很高的時候，低分工水準

其實是符合經濟效率的。（楊小凱，2003）在這樣的社會中，市場及商業被置於

宗教、社會、文化或政治傳統與習慣的監視約束之下，以避免自由流動、逐利動

機、與冒險創新威脅到精緻而穩定的生產與分配模式。當然，這樣的社會固然「安

全有保障」（自給自足或職業世襲就不會產生失業），但生產力也難以提昇，甚至

會實現馬爾薩斯的灰暗預言：緩慢的技術進步趕不上人口成長，缺乏非農業投資

管道的社會不可避免的走向土地兼併，而天災人禍則將人均生產力已徘徊在飢餓

線邊緣的社會推過動亂臨界點。 

西歐市場社會的崛起，其實為歷史上的突變，其背後固然有不少長期趨勢力

量，但是也有種種偶然因素推波助瀾。雖然在過程中國家介入的痕跡明顯可見，

但要說此過程符合演化理論似乎也無不可：突變的社會模式取得始料未及的優

勢，進而迫使原先佔絕大部分的「正常傳統社會模式」隨之適應改變，而市場現

代性則取代傳統性成為社會理性。 

市場社會的突變為何成功？首要原因當然在於形成市場競爭機制。市場競爭

加上利潤虧損的獎懲機制，驅使被逐利動機所引導的生產者積極尋求、滿足消費

者與其他生產者的需求。競爭糾正不適當的資源配置，並且大幅提高在分工交易

中欺騙他人與實施機會主義的代價（吃虧上當者可轉向他人），從而降低交易成

本。競爭不斷侵蝕既有利潤，迫使廠商進行創新。創新成功的豐厚利潤報酬提供

技術變革的誘因，但是失敗的創新也會被市場競爭無情掃除。這也就是經濟學者

熊彼得（Schumpeter，1934）所說的「創造性破壞」，或市場社會的成長機制。 

許多論者關心現代社會「高系統性風險」的問題。「系統性風險」與其說是

市場現代性的產物，不如說是高度分工社會必然面對的問題。隨著分工與生產技

術日益複雜，現代社會中的整體知識存量遠比傳統社會要多。但是雖然在現代社

會中，個人擁有知識的絕對量比傳統社會中的人豐富，他所不知道的當代知識也

會遠比傳統社會中個人所不知道的當時社會已知知識要多得多。這也就是海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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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ek）所強調的，只有當我們不必知道太多資訊，就能夠不假思索做許多重

要事情的時候（例如不用知道汽車的機械原理就能開車、不用學會電子通訊理論

就能使用手機），文明才能進步。（吳四明，2002：78-80） 

分工經濟越發達，每個人生活中「不知而行」的成分也越高。在現代市場社

會中，我們的生活依賴許多分工環節，每個環節都牽涉複雜的知識，而且可能只

有少數的專家能夠掌握。在這其中，當然有專家犯錯或濫權的風險。傳統習慣顯

然難以應付專業知識的快速累積與變化，而如果要依靠政治來全面性的監督專

家，既需要很高的官僚行政成本，也可能陷入「又要由誰來監督政治專業」的難

題。如果想要依靠公民全面參與來間接或直接監督指導專家，則每個人都需要投

入極高的學習與參與成本，等於又與分工及專業化經濟背道而馳。市場社會的解

決之道無他，還是在於「競爭」兩字。透過價格機制與逐利動機，社會大眾能夠

藉助市場競爭讓專家對抗專家，以約束個別專家對於專業知識的可能誤用與濫

用，也從而有效降低分工社會的系統性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競爭機制是歷史及社會建構的產物。為了要解決經濟史學者

North (1990) 所說的「公正第三者」問題—如何讓國家具備與私人高度不對稱

的武力與強制力，而同時其強制力又能有效為制度所約束，以成為既具備可信的

執行能力，又不會藉此尋租的契約裁判者及強制執行者—現代國家、民主制度與

市場社會在歷史中同時成為現代性的制度特色，並非偶然。競爭機制的建立讓市

場社會能夠利用專業化經濟及創新的好處，造就已知歷史上首見的長期持續成長

社會，以及高度的物質便利與繁榮。而許多傳統社會，儘管可能對於逐利動機與

商業文化高度疑慮，對於自由流動與傳統崩解的衝擊惴惴不安，仍然難以抗拒大

量消費與船堅砲利的壓力，終究被捲入市場社會的建構過程之中。無論如何，對

於這些社會而言，市場現代性的建構並非易事。不少社會可能經歷快速而壓縮的

市場化與商品化，但許多市場並不具備足夠的現代性—或者以經濟學的術語來

說，也就是出現「市場失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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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率」中的現代性意涵 

主流經濟學始於亞當·斯密對於市場現代性的精闢分析，當然也繼承＜國富

論＞的作者對於價格機能、自由競爭、「看不見的手」的支持，但是這並不意味

著經濟學認為所有的市場都具備足夠的現代性。 

怎樣的市場具有現代性？這裡必須引入經濟學對於「經濟效率」的觀念。不

少對現代性的批判，經常把「只重視效率與成本效益分析」視為是經濟現代性的

問題所在。無論如何，在這種批判中所謂的「效率與成本效益分析」，如

Fotopoulos（2005）所說的，是一種狹義的「技術經濟」（techno-economic）觀

念，意指「極小化投入與極大化產出」，而這與經濟學中所說的「整體社會／經

濟體系達到經濟效率」並不相同。Fotopoulos 在批判「成長意識型態導向的經

濟」時說：「由於這種（技術經濟的）經濟效率意識型態不考慮經濟過程中的『外

部性』，特別是成長過程中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結果造成今天全世界對於環境

的普遍破壞。」絕大部分的經濟學教科書應該都可以同意上面這一段話—除了

Fotopoulos 所說的「經濟效率」與經濟學中定義的「經濟效率」不同以外。因

為不考慮外部性的成長，根本不可能達到經濟學所定義的經濟效率。 

根據經濟學的定義，當經濟體系的資源配置達到經濟效率時，意指社會總效

益減去社會總成本達到最大。經濟效率並不一定指向「廠商的生產成本越低越好」

或「廠商的產出越多越好」。為什麼？就是因為可能有「外部性」存在，使得「個

人所考慮的成本」低於「社會所承擔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與「經濟效率」

的理想狀態相比，廠商會生產得太多。與此有關的另一個概念是，經濟效率中所

考量的成本是「機會成本」而非「會計成本」。也就是說，使用資源的社會成本

是一旦資源被如此使用時，社會因而損失的其他用途中的最佳用途，而不只是在

廠商會記帳上面出現的成本。舉例而言，今天如果政府「優惠」廠商，將一片原

始山林免費交給廠商開發成度假村，那麼可能廠商伐林、整地、建築的會計成本

不高，但是整個社會損失了山林的機會成本（水土保持、清靜空氣、物種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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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卻非常可觀。 

可以看出，在這種定義之下，並沒有所謂「工業化、技術先進、GDP 成長就

符合經濟效率」的說法。如果一座「先進技術大工廠的高產量與高成長」背後隱

藏的是對土地、空氣與水的嚴重污染，而其成本由他人承擔，或者因政府補貼，

使得廠商使用資源的機會成本與會計成本之間有巨大落差，那麼這樣的工廠蓋得

越大、產量越多、「工業化」推進得越迅速、產值成長得越快，整個社會偏離經

濟效率越遠，或者我們可以說，也就越不具現代性，而這樣的市場體系是「失靈

的市場」。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定義之下，經濟效率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如果我們採

取個人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效益與社會成本是個人效益與個人成本加總的成

果，那麼因為個人對於效益（可以看成是：為了取得這件事物，個人願意付出多

少代價）與機會成本（為了這樣使用資源，在個人預期必須捨棄的事物中，最重

要的是什麼）的認知是主觀的，會隨著社會互動與對話而改變，一個社會的經濟

效率何在，自然也可能隨著社會互動與對話而改變—或因為社會運動者的努力而

改變。舉例而言，如果大眾主觀上認為空氣污染會減損健康或降低生活品質的成

本不高，那麼汽機車排放廢氣的外部性也就不強。另一個例子是，經濟效率本身

並不偏好使用農藥或採取有機栽培的生產技術，也不判斷何者是「現代的」、「進

步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因為社會互動與對話，提高了消費者主觀

認定的有機農作物的效益（不管是因為重視身體健康還是因此能得到參與生態保

護的滿足感），同時也提高了生產者主觀認定的使用農藥的機會成本（例如重新

評估使用農藥會對健康造成的損害），那麼在經濟效率的資源配置之處，就應當

有更多的有機農作物被生產出來。 

除了外部性之外，一般經濟學教科書都還會列舉出好幾種市場不具備足夠現

代性的情形（市場運作結果不能達到經濟效率），例如：無法克服搭便車問題以

提供充足公共財（這可能會回過頭來造成高交易成本）、公有資源導致的「公有

地的悲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無法對資源建構清楚的產權，還不如回到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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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的使用約束，否則競爭會產生竭澤而漁的惡果）、獨佔（此時逐利動機不再

被市場競爭有效約束，也往往是很多「專家獨裁的高系統性風險」的由來）。（註

三）無論如何，一些批判經濟學的論者經常指出：經濟學中的經濟效率並不關心

所得分配（或社會平等）的問題。這個說法有其正確性，但是也有一定程度的誤

導，值得我們在這裡加以探討。 

經濟學定義的經濟效率的確與所得分配無關。這個意思是說，不管是所得分

配極端不均的情況，或者是所得分配比較符合某種社會正義標準（例如符合平均

主義或 Rawls 的正義理論）的情形，都可能符合經濟效率的定義。但是這並不意

味著，一個社會不能從許多可以符合經濟效率的所得分配情形中，選擇比較偏好

的所得分配狀況。這也就是經濟學「第二福利定理」的意涵：在相當程度上，我

們可以進行所得重分配，但維持價格機能，以透過市場機制達成社會選擇的正義

理論所偏好的分配狀況，從而兼顧經濟效率與社會平等。（註四） 

舉例而言，一個社會可以在價值觀上偏向 Rawls 的正義理論，因此希望提升

低所得家庭子女接受高等教育的能力與機會，而這可以透過好幾種方式來達成：

政府或企業提供獎助學金、政府對低所得家庭的學費支出進行補貼、或者乾脆保

留國立大學四分之一的名額給平均所得在最後 20%的家庭子女。但是從第二福利

定理的角度來看，下下之策莫過於管制學費，因為這會嚴重扭曲價格對資源進行

效率配置的功能。不幸的是，這樣的情形已經在台灣發生。資源雄厚、受政府高

額經費補貼的公立大學維持低學費，吸引了因社經優勢而入學競爭力強的中高所

得家庭子女就讀。反觀私立大學的學費雖然比公立大學高出將近一倍，但是並不

足以翻轉公立大學所受的補貼優勢，因此所招收的反而是平均所得較低家庭的子

女。高等教育的平均每生經費逐年下滑，而中高所得家庭挹注在子女身上的教育

支出雖高，卻無法有效流向高等教育的品質改善，而是將很大一部份花費在競爭

公立大學的入學機會。在一個憲法明文保障交易自由的國度裡，「高學費的高等

教育」卻如同毒品與槍枝一樣，難以透過公開市場交易取得。簡而言之，管制學

費不但扭曲了價格機能，也扭曲了反高學費者的社會公義理想。（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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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針對經濟效率與第二福利定理的簡短討論中，應該可以發現，在經濟

學的規範性理論中所蘊含的理想現代性，並不是一種只在乎極大化生產、極小化

投入、或技術成長取向的簡單現代性，而是能夠考慮外部性問題與承認社會平等

價值，比較近於 Beck 與 Giddens 所說的「具反省性的現代性」。（註六）當然，

很重要的一點是，雖然經濟學理論重視競爭市場在追求經濟效率上所能發揮的功

能，但其中並未隱含著：「我們什麼都不必做，一切交給市場就好了。」因為，

如前所述，第一，市場社會能形成具有相當程度公平性、非暴力性、保障自願交

易的競爭機制，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第二，什麼樣的社會資源配置符合經濟效率，

是社會建構的結果；第三，如何從多種可以符合經濟效率的財貨分配可能中選出

社會正義理論偏好的分配狀況，並透過社會共識所支持的所得重分配機制與市場

機制予以達成，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偏離經濟效率的「經濟現代化」 

雖然經濟學並未支持一些簡單的、欠缺反省性的現代性觀念，但是在現實

中，「工業技術、壓低成本、大量生產、高度成長」仍然經常被視為「經濟現代

性」的代表，而「市場競爭的現代性」則往往被認為與「生態、平等、安全」的

價值有所衝突。為什麼會有這麼大的認知落差？ 

產生這個落差的根源，應該不在經濟學教科書裡或在經濟學的課堂之上，而

在於不管經濟學怎麼說，整個社會對於「什麼是現代化經濟」已經有了根深蒂固

的看法。舉例而言，當我們看到竹科、晶圓、101 成為台灣經濟現代化的象徵，

媒體輿論對於「我們的經濟成長率與平均每人 GDP 在亞洲四小龍中排名第幾」憂

心忡忡，「外匯存底」做為國家力量的展現，而「拼經濟」成為經濟治理的指導

哲學時，我們不難理解關於「經濟現代性」的刻板印象從何而來，而這其實也顯

露出我們從歷史所承繼到的現代性中，屬於「被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殖民現代性」與「黨國現代性」的特質。 

西方發達市場社會中的經濟現代性，包括對應配套的法律規章、治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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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念、公民社會，並非一蹴而及。現代性在西方的歷史意涵，是從封建社會

開始，接近四、五百年的轉型過程。在不同的階段，市場社會的發展都面對不同

的挑戰，也都必須花幾十到上百年的時間來克服這些挑戰。但是在台灣，「現代

化」的主要過程不過是百年左右，而經濟、社會、政治的劇烈轉型更是集中壓縮

在最近的二、三十年之間。 

南韓學者 Chang Kyung-Sup (1999) 指出，在這種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可

能充滿許多會造成高社會成本與高總體風險的元素。以南韓為例，這些元素包

括：在壓縮的民主化過程中如影隨形的家長式政治權威主義與貴族式民主、黨國

主導下壓縮的資本積累過程造成壟斷與行為專橫的財閥、壓縮的工業化過程中對

於勞工的濫權與社會排斥、環境與生態破壞對於健康與生活品質的威脅、忽視基

本福利權利與社會安全網的建立、缺乏歷史連續感與主體性並且習慣自我否定的

意識型態與文化。但是，雖然這些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文化上的問題可能

影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前所未見的經濟成長速度與社會轉型幅度卻產生一種催

眠性的效果，使得大家樂觀的認為這些嚴重的成本與風險都可以在壓縮的成長與

轉型過程中迅速得到緩解，甚至消弭。然而，一旦經濟成長的速度放慢，這些幾

十年間積累的巨大成本與風險集中爆發出來，而期待問題會在「不久的將來」自

動解決的樂觀氣氛悄然消失，這些新興的「現代社會」就可能進入一個對於自己

身處其中的現代性困惑不安與不確定的時代。 

Chang Kyung-Sup 對於南韓「壓縮的現代性」的批判，與澄社在有名的＜黨

國資本主義＞中對於「黨國現代性」的批判顯然有異曲同工之妙： 

最嚴重的是，台灣經濟體制在層層遮掩之下，卻包藏了一個「集權主義」一黨專政

的禍心，所有政府藉管制法規所壟斷的市場特權、或是藉著經濟理由所創設的事業

單位，都難逃被執政黨工具化的命運，以致政府高度掌控經濟發展方向與大量介入

經濟活動的「好處」。（澄社，1991：24） 

顧忠華教授（2006）將台灣的歷史分成五種「現代性類型」：西班牙與荷蘭

時期的「淺層殖民現代性」、明鄭至清帝國時期的「土著化現代性」、日治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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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殖民現代性」、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黨國現代性」、政黨輪替後的「本土現

代性」。由高速經濟成長所標誌的「壓縮的現代性」，大致也就對應到「黨國現代

性」到「本土現代性」的歷史階段。所謂「黨國現代性」的階段，意指國民黨政

府來到台灣後施行高壓統治，以一黨專政的方式，鎮壓所有對政權維繫可能產生

威脅的社會力量，而除了政治高壓、經濟壟斷等統治手段外，還透過教育、文化、

媒體等由國家機器所掌握的社會化機器，大量傳播鞏固其政權的意識型態。在黨

國主導下所進行的「經濟現代化」，其實有許多特質是與「市場現代性」不相容

的。最明顯的當然是「特權壟斷」與「公平競爭」背道而馳。除此之外，藉由隱

藏與扭曲重要的資訊（如外部成本的存在與嚴重程度），操弄媒體與教育對於事

物成本與效益有多高、多低的單面向詮釋與傳播，以及全面監控與介入社會過

程，黨國體制既妨礙市場競爭達成經濟效率，也獨佔與扭曲了對於「什麼是經濟

效率」的詮釋，並且壟斷了「要達成哪一種社會分配狀況」的選擇。 

台灣的經濟現代化過程不只是壓縮的，還受到黨國體制的操控扭曲，也因此

在不少方面出現與經濟效率嚴重偏離的現象。政黨輪替之後，雖然在矯正一些偏

離經濟效率的外部性問題上有相當進展，但是也有不少地方出現膠著的情形。不

時可以看到政府決策在各種意見與力量的拉扯中猶疑不前，甚至原地踏步，有時

甚至導致一些人開始懷念黨國威權的「美好時光」。 

但是對於「黨國威權統治的往日美好時光」的鄉愁其實是一種對於確定感的

嚮往，而這種確定性卻是建立在「自己不必做決定」之上，其制度性的本質則是

「由威權壟斷的單面向思考與決策代替多元社會的民主自由建構過程」。說到

底，「黨國現代性」近於外來「殖民現代性」的延伸。持平而論，在台灣的現代

化過程中，殖民性格的威權統治相當成功的強迫社會打破習慣約束，脫離傳統制

度規範的均衡狀態，並透過政治指令的強大動員力量加速基礎建設與工業化。但

是在這種「殖民現代性」的負面影響當中，除了威權國家所追求與塑造的「現代

化經濟」帶有很強的壟斷性、高外部成本與高總體風險之外，還有很嚴重的一項

副作用是：被殖民的人們習於被決定與告知「經濟發展」的價值與目標為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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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內的農工分工、南進基地、毋忘在莒、三民主義模範省、一直到已然喪失實

質價值意涵的「高外匯存底與高經濟成長」。結果是，一方面，社會運動看到了

太多威權壟斷體制所造成的市場失靈現象，也連帶對於市場失去信心，甚至抱持

著敵意。另一方面，政黨輪替之後，殖民與威權統治的陰影漸漸遠離，政府或者

出於自省，或者因為對於社會勃然爆發的多元利益、力量、聲音與價值觀的衝突

感到不知所措，而不再對於價值與目標做強力指導，甚至希望公民社會提供解

答。但是公民社會卻經常難以提出具有主體性、在價值觀上有一致性、在技術上

有可行性、而且立基於理性成本效益分析之上的解答。 

同社會其他層面一樣，在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建立起來的台灣經濟，也需要

經歷從「殖民現代性」、「黨國現代性」、到「主體現代性」的轉型。我相信，當

台灣的經濟體制充分具備自由開放與公平競爭的性格，而且社會大眾能夠在資訊

充足與不被扭曲的環境中，透過理性與彼此尊重的互動溝通，對於重要公共政策

所涉及的效益與機會成本做出具有主體性、深思熟慮的判斷與評價，並且—我認

為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能夠根據自己所認定的經濟效率與自己價值觀所支持的

社會分配情形做出具有前後一致性的選擇，並願意付出代價時（註七），我們的

社會才比較能夠凝聚共識、國家與公民社會才不至於屢屢陷入「父子騎驢，倒為

驢騎」的窘境、公共政策才能比較具備合理與一致的治理現代性，而我們也比較

能夠看到具有台灣主體性的市場現代性理想風貌。 

結語：市場與社會改革 

建立於自願交易之上的競爭市場是否站在社會進步的對立面？我們或許可

以從三個面向來看這個問題。第一個面向是價值觀層次的。自由交易是個人在追

求自我實現時的重要憑藉，也是不應否定的權利。舉例而言，儘管自由買賣勞動

力的市場經常受到批評，但是在歷史上，它對於封建制度與父權秩序下難以翻身

的被壓迫者的確提供了巨大的解放力量。即使到了現在，我們還可以在第三世界

國家中，看到統治階級想要藉著否定就業自由，來維持階級與性別上的優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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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自由交易也是其他自由的重要基礎。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自由交易與私

有財產，我們要如何讓公民擁有健康的獨立性與自主性。（註八） 

另一個面向是可行性的考量。今天，除了競爭市場以外，我們並沒有看到另

外一種能夠產生高度繁榮與持續成長的替代社會制度—或者至少沒有看過成功

的歷史前例或當代實驗。這並不是說競爭市場沒有成本—競爭帶來高度壓力、分

工使得人們的工作失去整體性、專業化造成許多人的生活與自然隔絕、個人自由

仍須受到市場供需力量的約束—但是至少就目前絕大部分人的共識而言，以傳統

社會或計畫經濟取代市場社會的機會成本—不管是生活上的不便利、營養、衛生

及教育的缺乏、對於個人自由與創意的剝奪、或者是沒有能力運作協調一個高度

分工的社會—絕對太高而難以接受。（註九） 

第三個面向是工具性的。善用市場機制，其實有助於達成許多社會改革的目

標。舉例而言，要促成多元、平等、尊重的社會，市場競爭—讓生產者或消費者

的歧視都必須付出代價—是消弭歧視的有效工具；比起道德勸說或不斷進行環評

與開發的拔河，直接開徵碳稅更能「說服」廠商與消費者採用比較節能的技術與

產品；阻擋怪手與裸體抗議水庫開發極具戲劇性，相較之下，提高水價比較沒有

戲劇性，但是可能也比較能有效促使廠商與消費者以實際節水的作為來「支持」

少興建水庫的政策；以呼籲、監督、請願、立法的方式來試圖達成教育改革的目

標很好，但是何不試試讓不同學區間的學校可以競爭、吸引彼此的學生，讓持有

教育券的家長能夠透過選擇，獎勵成功的教育者，然後讓獲得家長肯定的學校整

併或淘汰家長所不認同的學校？ 

這一篇文章試圖闡述：市場能做什麼、會做什麼，是由社會建構的。殖民政

府、黨國威權、或是有厚實公民社會基礎的現代國家會塑造出不同的市場型態與

市場運作結果。台灣由「殖民現代性」、「黨國現代性」往「主體現代性」的轉型

改革議程之中，應該也要包括市場現代性的重塑在內。當然，這個過程中要克服

不少重大挑戰。舉例而言，要對公共政策的「效益」與「機會成本」做主體性的

思考與選擇，個體不只需要充足資訊，需要評估資訊的能力及意願，更需要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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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我的價值觀是什麼」（而不是「大家都這麼認為」或「別人都這麼說」）

這一回事，並且把選擇價值與維護價值視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不是只想藉著「站

在大多數人支持的那一邊」來輕鬆搭便車。但是，這種對價值觀的主體性思考與

行動倫理，恰好是殖民教育與黨國教育中最缺乏的，而政黨惡鬥造成的公共冷

漠，更加深了從「殖民現代性」過渡到「主體現代性」的困難。 

除此以外，個體需要與他人對話、互動，以從中探索及建構偏好、需求，並

藉此認識及評估機會成本。媒體做為公共對話的指引與中介，在需求與機會成本

的建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們的媒體隨著對於不同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偏好，

會對於同一個公共政策的成本效益與好壞做出前後矛盾的極端判斷，違反「一致

性」的基本現代理性標準，而這與同一份媒體在飲食與影劇版的表現往往大不相

同。（可能受此影響，目前我們一般公民做為「飲食與韓劇消費者」的成熟程度

也似乎遠高於「公共政策消費者」的成熟程度。） 

無論如何，不管從交易自由的價值、從務實面、或從工具面來看，我認為市

場現代性應該被放入台灣目前社會改革的重要議程中，而許多社會運動也應當嚴

肅考量，可以如何藉由市場機制達成社會改革的目標。做為一個市場現代性的支

持者，我想再度強調的是：否定市場能夠扮演的積極角色，不只可能使改革議程

失去重要實現方法，陷入「又要罵政府無能又要依賴政府萬能」的窘境，而且還

可能造成嚴重反挫，甚至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否定市場競爭，最可能的結果不是

壯大公民社會，而是強化壟斷性、競租性的政經結構。而在另一方面，做為公民

社會的信仰者，我也想在最後指出：追求市場現代性，並不意味著弱化民主國家

與公民社會的角色，而是相反的，會因為現代經濟治理的需要，更為強化這兩者

的重要性—這是受到理論與歷史經驗支持的客觀規律，不用擔心會因為「經濟自

由主義者」的主觀願望而轉移。 

 

（註一）：參見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dernity。 

（註二）：許多人把工業化視為現代性的重要特質，但是正如 Fotopoulo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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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工業化其實是市場社會的產物。從經濟史的角度來看，沒有市場社會

興起，支持高度專業分工並提供積極創新的誘因，產業革命是無法發生的。 

（註三）：關於這些概念的詳細介紹，可以參見 Mankiw 的＜經濟學原理＞（林修

葳、謝振環、饒秀華譯）。 

（註四）：對於第二福利定理的內容及意涵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讀者可以參見

Varian 於＜現代個體經濟學＞中的介紹（劉楚俊、洪啟嘉譯）。  

（註五）：參見台大駱明慶教授的有名研究：「誰是台大學生？」。另外也可以參

考駱教授在其部落格「意識型態咖啡」（http://blog.yam.com/lakatos）中針對

大學學費問題所做的一系列討論。 

（註六）：我們在這裡主要是澄清對於經濟學規範性理論的常見誤解，但並不意

味著這些規範性理論是不能批判的。舉例而言，經濟學的規範性理論源於功利主

義傳統，其評價標準基本上以結果論為主，結果可能就忽視了過程中—例如能夠

「自由」交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另一個例子是，Pareto 效率配置的觀

念拒絕在人際之間進行效用水準的比較，這對於許多現實公共政策可能缺乏引導

作用。可以參見 Amartya Sen 在 Development as Freedom (1999) 中的討論。 

（註七）：舉例而言，如果我們認定二氧化碳具有極高的外部成本，就應當支持

政府提高燃料稅、課徵碳稅、補貼高生產成本的潔淨能源，並且願意接受產業轉

型過程中可能帶來的失業增加與經濟成長減緩的代價；同理，如果我們認定水庫

會帶來我們難以承受的外部生態成本，就應當樂於接受高水價及其對我們日常生

活與產業所帶來的衝擊。 

（註八）：基本上，這是 Amartya Sen (1999) 為市場交易自由所做的辯護。 

（註九）：雖然單面向強調「平均每人 GDP」或「經濟成長率」可能會誤導我們

過度簡化對於「經濟現代性」以及「社會發展目標」的思考，但是，這兩項仍然

是可以間接衡量經濟現代性或社會發展程度的有用指標。其原因在於，第一，不

管在理論與實證上，「平均每人 GDP」以及「經濟成長率」的高低與「經濟現代

性」的程度以及各種社會發展指標（例如平均壽命、受教育程度、公共衛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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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強的關連。第二，雖然「高平均每人 GDP」及「高經濟成長率」本身不是「經

濟現代性」或「社會發展」，但是它們可以是「經濟現代性」能力的彰顯，也代

表一個社會有能力追求更好的發展。當然，我們在使用這兩項指標的時候應當注

意，是不是可以從更寬廣的面向（或更多元的指標）來探討一個社會的現代性與

發展程度。我們也應當注意在 GDP 的觀念中不包括什麼—例如休閒的價值、環境

外部成本、志願服務、公共參與、所得分配—而這些可能對於我們判斷與追求一

個「好的社會」是相當重要的。最後，單單有能力並不代表真正能實現「好的生

活」。當一個社會擁有相當水準的平均每人 GDP 時，要用這樣的能力去實現怎樣

的生活，這仍然必須視社會建構與個人選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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